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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交往中, 声誉关注是人类合作行为和道德判断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以往研究只是单独考察声誉

关注或社会距离会如何影响道德决策行为, 但两者如何交互影响道德决策尚不清楚, 尤其是禁止性道德范畴领域

(如, 伤害他人行为)下道德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本研究要求被试在匿名或公开情境下决策是否愿意对不同社会距

离他人(朋友、熟人、陌生人)实施疼痛电击以增加自己的金钱收益, 同时记录其决策时的行为和神经反应。结果发

现, 匿名情境下被试对朋友的电击伤害要显著低于对熟人和陌生人的, 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利己的利他主义”决策

倾向; 与朋友和陌生人相比, 被试在涉及熟人的两难决策中花费了更长的时间, 体验到了更强烈的厌恶情绪, 并诱

发了更大波幅的与情绪反应有关的 P260 成分, 以及与认知推理有关的晚期正成分(LPP: 300~450 ms), 表现出一种

典型的“熟人效应”。然而, 行为与 ERP 指标上的这些差异在公开情境下均显著减弱了。这表明个体在禁止性道德

范畴领域下的道德决策遵循着一种“利己的利他主义”的道德原则, 熟人关系的不确定性会在道德决策中诱发强烈

的负性情绪和认知负荷, 而声誉关注削弱了利己倾向和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厌恶情绪和认知冲突。 

关键词  道德决策, 声誉关注, 社会距离, 利他主义, 事件相关电位(E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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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然界充满了社会困境, 个体必须在自我和他

人 的 利 益 最 大 化 之 间 进 行 权 衡 (Rand & Nowak, 

2013)。道德决策(moral decision-making) 就是一种

典型的涉及自我和他人之间得失权衡的社会决策, 

指当面临多种可能且存在两难冲突的行为途径选

择时, 个体在社会制度和规范的指导下根据自我价

值导向做出最优选择的过程(Rilling & Sanfey, 2011)。

它常涉及到一系列维护自我利益和阻止伤害他人

之间的权衡, 且决策者会伴随强烈的负性情绪体验

和认知冲突(Greene & Haidt, 2002; Pletti et al., 2015)。

虽然经济学家们大都认为人类在经济决策中往往

极度自私, 但近期心理学家们却发现人们在道德决

策中表现出了一种“超级利他的(hyperaltruistic)”决策

倾向, 即以牺牲自我利益为代价来减少他人的痛苦

(Crockett et al., 2014)。事实上, 亲社会行为在社会

互动中确实出奇地普遍, 即使个人会付出较大的代

价 , 甚 至 是 面 临 各 种 风 险 (Fehr & Fischbacher, 

2003)。为什么人们会稳定地表现出亲社会行为

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人们内心具有一种以牺牲

自己为代价来造福他人的动机, 我们称之为“利他

主义(altruism)” (Wilson, 1992)。然而, 与直觉经验

相反的是, 另一种解释认为：人们以牺牲自己利益

为代价去帮助他人的直接动机, 可能在进化上是具

有适应性的(Fehr & Fischbacher, 2003), 是个体为

了满足某种长远的自我利益而有意或被迫产生的

(Rand & Nowak, 2013)。利他行为虽然通常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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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应得利益的损失, 却能在一定条件下获得他人

的赞赏, 进而获得好的声誉, 并通过声誉的传播在

未来为自己获得更多的收益 (Hardy & van Vugt, 

2006; 谈晨皓 等, 2017)。可见, 如果人们做出了某

种亲社会的选择, 那么这个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是出

于纯粹的利他主义, 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精明的利己

主义 , 这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来证实。因此 , 

本研究旨在考察声誉关注对不同社会距离下道德

决策行为的影响, 并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vent- 

related potential, ERP)探讨两者如何交互影响道德

决策中个体的行为与神经反应。 

以往研究对亲社会行为中的声誉机制进行了

大量研究(Lee et al., 2018), 并认为提高声誉是使亲

社会行为最终服务于自身利益的一种特别重要的

方式(Fehr & Fischbacher, 2003)。例如, 不少研究试

图将声誉关注对慷慨行为的直接影响与利他动机

区分开来, 他们要求被试在公开场合(vs.私下场合)

表达参加慈善活动的意愿。结果发现, 与私下情境

相比, 人们在公开场景下(如有朋友、募捐者、异性

或内群体成员在场时 )对慈善事业捐赠的会更多

(Bereczkei et al., 2015; van Vugt & Iredale, 2013); 

甚至呈现类似眼睛的线索刺激时, 人们也会做出更

多的利他行为(Mifune et al., 2010; 钟毅平 等, 2019)。

同时, 风险决策的相关研究也发现, 被试在匿名情

境下会为了更多的金钱收益而做出更多利己的风

险选择, 但这种利己的选择在决策结果公布给搭档

时显著减少了(Arfer et al., 2015; Bixter & Luhmann, 

2014)。此外, 道德决策的相关研究发现, 被试在他

人在场时会表现出更多的道义性选择和亲社会行

为, 因为他们对个人声誉表现出了更高水平的关注

(Lee et al., 2018; 傅鑫媛  等 , 2015; 占友龙  等 , 

2020)。竞争性利他主义(competitive altruism)较好

地解释了声誉关注对人们利他行为的影响机制。该

理论认为人们之所以表现出利他行为, 是为了在他

人面前塑造出可靠的利他形象(van Vugt et al., 2007), 

并通过声誉的传播而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 它是一

种 主 动 通 过 投 资 声 誉 来 获 得 收 益 的 获 利 策 略

(Barclay & Willer, 2007)。例如, 大量行为研究在不

同类型的亲社会行为中均发现了这种“利己的利他

主义(egoistically biased altruism)”行为倾向, 如牺

牲当前收益以博取好的名声, 以便在随后任务中或

未来获取更大收益(Chiang, 2010; Sylwester & Roberts, 

2010; van Vugt & Iredale, 2013); 在提前获知搭档

不能提供获益机会时(Alpizar et al., 2008; Semmann 

& Milinski, 2004), 人们在当前任务中会主动减少

自己的利他行为(van Baar et al., 2019)。这些研究表

明, 声誉关注确实是人们表现亲社会行为的一种重

要动机, 但是这种利己的亲社会动机如何与纯粹的

利他动机相区分, 目前还缺乏足够的直接研究, 尤

其是其背后的认知神经机制。 

然而, 以往研究仅仅关注了声誉对亲社会行为

的影响, 却较少关注其他社会情境因素对声誉机制

的调节, 如决策者与接受者之间的社会距离(Wu et 

al., 2011)。利己的利他行为是通过对自己进行声誉

投资, 进而在未来合作中为自己谋取更多利益, 那

么当利他对象的身份信息(如社会距离)提供是否具

有合作价值的潜在信息时, 决策者应当会利用这些

信息来调节自己的利他行为, 以避免不适宜的利他

行为造成自身的不恰当损失。现有研究发现, 人们

的亲社会行为受到决策者与决策对象之间社会距

离的调节(Chen et al., 2009; Christensen & Gomila, 

2012; Sarlo et al., 2012)。例如, 与陌生人相比, 人

们更愿意牺牲自我利益去帮助亲人和朋友(Loke et 

al., 2011; Miller & Bersoff, 1998), 并在社会困境中

表现出更多的共情(宋娟 等, 2016)、信任与合作等

亲社会行为(Chen et al., 2017), 也会更愿意损失自

我利益来减少欺骗、电击等伤害行为(Crockett et al., 

2014; Zhan et al., 2020)。一些 ERP 研究也发现, 与

陌生人相比, 个体在涉及亲人或朋友的道德决策中

会消耗更少的时间来权衡得失, 会体验到更小的负

性情绪冲突(诱发更小波幅的 P2), 并消耗更少的认

知资源(诱发更小波幅的 P3), 最终做出更多的利他

性选择(Zhan et al., 2018, 2020; 占友龙 等, 2020)。

然而, 与电击他人而自己获利的情境相比, 被试在

电击自己而陌生他人获利情境中的利他行为消失

了(Volz et al., 2017)。该研究认为人际关系疏远而导

致的不确定性, 会给决策者带来强烈的情绪和认知

冲突, 促使其采用一种“利己的利他主义”策略来指

导道德决策, 而并非是依据一种纯粹的“超级利他

的”道德原则。这些研究表明社会距离调节了道德

决策中自我与他人之间损益的权衡。 

由于声誉关注与社会距离同时存在于社会决

策中, 单独考察它们对道德决策中自我与他人之间

得失权衡的影响, 势必会妨碍我们对“超级利他主

义”和“利己的利他主义”这两种特殊的利他动机的

深入认识。以往研究发现, 当决策者的身份不确定

时, 人们宁愿选择更小的收益水平, 也要和社会距

离较近的朋友完成信任博弈任务, 而非社会距离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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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陌生人(Campanha et al., 2011; Yu et al., 2015)。

由此可知, 声誉关注与社会距离会对利他行为中自

我与他人之间得失的权衡产生交互影响, 声誉机制

可能在社会距离较远的情境中更容易出现。然而, 

截止目前, 关于声誉关注与社会距离是如何交互影

响道德决策的还不是很清楚, 尤其是其背后的认知

神经机制。 

研究发现, 利用高时间分辨率的 ERP 技术可

以很好地揭示个体在道德决策中权衡自我与他人

得失的时间进程(Gui et al., 2016; Sarlo et al., 2012; 

Yoder & Decety, 2014; Zhan et al., 2020)。之前研究

在道德决策中主要关注 3 个阶段的 ERP 成分：早

期的道德直觉过程(如 N1)、中期的情绪反应过程

(如 P2 或 N2)和晚期的认知推理过程(如 P3 或 LPP) 

(Gui et al., 2016; Yoder & Decety, 2014)。在早期的

道德直觉阶段, 额中部脑区的 N1 成分反映了个体

对道德情境和选项中的相关信息(如道德行为的效

价等)进行快速编码和初级加工的过程(Gui et al., 

2016; Yoder & Decety, 2014)。在中期的情绪反应阶

段, 前额部脑区的 P2 和 N2 成分反映了个体对两难

情境中冲突的探测和负性情绪体验(Gui et al., 2016; 

Yoder & Decety, 2014)。此外, 研究发现该阶段的道

德决策还会在顶叶诱发一个明显的 P260 成分(Sarlo 

et al., 2012), 且成分的大小与个体的厌恶情绪强度

存在显著相关(Sarlo et al., 2014)。在晚期的认知推

理阶段, 顶叶位置的 P3 或 LPP 成分代表了缓慢但

受控制的精细加工过程, 如复杂社会情境下的道德

评价和推理(Beste et al., 2012; Chen et al., 2009; Gui 

et al., 2016; Paynter et al., 2009)。因此, 这些脑电成

分分别从直觉过程、情绪过程和认知过程来反映道

德决策中情绪与认知的作用。近年来, 越来越多研

究者采用 ERPs 的优势开始分别探索社会距离和声

誉关注对道德决策的影响。例如, 有研究考察了社

会距离对帮助困境下道德决策的影响(Zhan et al., 

2018, 2020), 并发现涉及亲密他人的两难决策诱发

了更小波幅的与认知冲突和负性情绪体验有关的

P2 成分, 在晚期阶段诱发了更小波幅的与认知资

源投入有关的 LPP 成分, 并发现被试主观报告的愉

悦情绪体验与 P260 波幅呈显著负相关, 决策时间

与 LPP 波幅呈显著正相关。然而, 过往研究大多考

察的是声誉关注和社会距离单独对道德决策过程

的影响, 鲜少有研究探讨两者如何交互影响道德决

策中的行为和神经反应。因此, 本研究旨在探究当

道德决策涉及自我利益与他人伤害的两难权衡时, 

个体在声誉关注与社会距离交互影响下是如何决

策的。 

此外, 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了指定性道德范畴

中道德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 即让被试决定是否愿

意损失自我收益来帮助他人(Campanha et al., 2011; 

Gross et al., 2020; Zhan et al., 2019; 占友龙 等, 

2020)。然而, 关于禁止性道德范畴的研究较少, 即

让被试决定是否愿意为了增加自我收益来主动欺

骗或伤害他人(Janoff-Bulman et al., 2009)。通常, 不

帮助正遭受痛苦的他人仅会被视作为一种冷漠的

行为, 而主动伤害他人来获利却是一种不可容忍且

不道德的行为, 两类道德范畴下的道德行为可能反

映了不同的心理机制(Noval & Stahl, 2015)。因此, 

从行为结果来看 , “帮助他人”与“不伤害他人 (抑

制)”是属于道德的行为 , 而“伤害他人”或“不帮助

他人(冷漠)”是属于不道德的行为(Carnes & Janoff- 

Bulman, 2012)。本研究拟采用一个涉及电击伤害与

金钱收益的两难权衡任务(Crockett et al., 2014; Liu 

et al., 2020; Volz et al., 2017; Zhan et al., 2020; 崔芳 

等, 2020), 来考察声誉关注与社会距离如何调节道

德决策中自我与他人得失的权衡, 及其背后的神经

机制。该任务的新颖之处在于, 被试需要在一系列

是否通过电击他人来增加自己金钱收益的两难权

衡中进行选择, 这种结合了自我收益与伤害他人的

两难决策, 更能真实地观察到被试是否会在不同情

境中表现出“超级利他主义(即牺牲自我收益而减少

或不伤害他人)”或“利己的利他主义(即为了获得收

益而更多地选择伤害与自己社会距离较远的他人)”

决策倾向。同时, 该任务还能确保我们观察到声誉

关注与社会距离如何动态调节道德决策中个体的

神经反应, 以揭示心理与生理水平上的内在关系。 

综上 , 本研 究采用“电击−获利困境”任务和

ERP 技术, 考察声誉关注与社会距离如何交互影响

伤害困境下道德决策的行为和神经反应, 并将验证

如下假设：(1)在匿名情境中, 与社会距离疏远他人

(熟人和陌生人)相比, 被试对社会距离较近他人(朋

友)会表现出更多的助人选择, 表现出一种“利己的

利他主义”决策倾向; (2)与朋友和陌生人相比, 熟

人关系的不确定性, 会导致涉及熟人的两难决策诱

发更强的负性情绪体验, 并消耗更长的决策时间和

诱发更强的神经反应(如更大的 ERP 波幅); (3)然而, 

这些行为和 ERP 指标上的差异在公开情境下会因

为声誉关注而显著减弱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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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1  被试 

利用 G*Power 3.1 对样本量进行估计, 保证中

等效应量(f = 0.25), 计算后发现至少需要 24 名被

试(Faul et al., 2007)。因此本次实验共招募了 30 名

被试(男生 14 人, 女生 16 人, 年龄为 18~26 岁, 平

均年龄为 22.38 ± 1.52 岁)。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 

无精神疾病或神经症病史 , 视力正常或矫正后正

常。所有被试之前并未参与过类似的电击实验, 以

减少被试的主观经验对实验中电刺激强度的主观

知觉。而且, 为了满足任务要求, 每个被试在实验

前被告知要分别带一名同性别的朋友和熟人到实

验室, 并与实验室中的另一名陌生主试, 共同完成

一个“电击−获利困境”任务。在实验开始前, 所有被

试均被明确告知：若认真完成实验任务将会获得一

定金额的报酬, 它由基础被试费(30 元)和额外任务

奖励两部分组成; 额外任务奖励为被试在实验中真

实通过电击他人而赢得的金钱, 并按照 100 : 1 的

比例兑换后, 与基础被试费一起支付给被试。同时, 

朋友和熟人也被明确告知：在实验过程中, 你们将

会坐在隔壁的另一个房间, 并根据电击决策指令而

接受真实的疼痛电刺激, 但该决策指令既可能是被

试发出的, 也可能是电脑程序随机发出的。实验结

束后, 你们将会分别获得 30 元作为实验报酬。此外, 

实验前所有被试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并获得了湖南

师范大学科学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2.2  刺激与程序 

2.2.1  社会距离的操作 

本实验采用 3 类目标他人的名字(即朋友、熟

人、陌生人)作为社会距离的启动刺激, 且 3 个同性

别目标他人的名字字数是一样多的, 并要求被试评

价名字刺激的熟悉度。其中, 朋友是指“频繁且稳定

交往了 3 年以上的同性好友”, 熟人是指“点头之交

了 3 年以上的同性同学或同龄人”, 陌生人是指“实

验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同性别陌生他人”。在本实

验中, 朋友和熟人都是被试提前筛选后带来实验室

的, 而陌生人实际上为实验室一位同性别的陌生实

验员充当, 所有被试之前均没有见过, 也不认识。

此外, 采用自我中包含他人量表(Inclusion of Others 

in the Self, 简称 IOS)来评定目标他人与自我的亲

密程度, 将得分在 5~7 分的目标他人操作为社会距

离亲近的他人(如朋友), 将得分在 3~4 分的目标他

人操作为社会距离中等的他人(如熟人), 将得分在

1~2 分的目标他人操作为社会距离疏远的他人(如

陌生人) (Aron et al., 1992; 钟毅平 等, 2015)。在

“电击−获利困境”任务中, 通过呈现电击对象(即朋

友、熟人、陌生人)的名字来操作社会距离。 

2.2.2  声誉关注的操作 

根据前人关于声誉关注的操作方法(Arfer et al., 

2015; Bixter & Luhmann, 2014), 本研究通过“被试

所有的决策结果多大程度会传递给目标他人观看”

来操作。被试被告知：目标他人都坐在另一个房间

中, 里面有一台跟实验室电脑联网的电脑, 被试选

择电击与否的结果会按照不同比例来实时在线公

布给目标他人看到。在公开条件下, 被试被告知：

“您所有的决策结果都会通过电脑联网呈现给目标

他人”; 在匿名条件下, 被试被告知：“目标对象并

不知道电击决策是由谁做出的 , 有可能是决策者 , 

也可能是电脑程序随机做出的”。同时, 被试完成两

个 block 决策任务后, 均会完成一个声誉关注感知

的 9 点等级评定(1 代表一点也不会觉得个人声誉会

受到影响, 9 代表个人声誉将会受到极大影响)。  

2.2.3  疼痛电刺激 

疼痛电刺激通过一个多通道疼痛电刺激仪来

发射, 采用电极线和电极片连接到 3 个目标他人

(朋友、熟人、陌生人)的左手手腕背部, 通过控制

电刺激仪的电压值来调节疼痛电击的强度。在签订

知情同意书后, 每个被试(即任务中的决策者)在实

验前都需要完成一个由 Crockett 等(2014)研发编制

的疼痛电击阈限程序, 它可以确保我们能获得一个

逐渐增强的疼痛电刺激矩阵。一方面, 该程序的目

的是通过最小误差法来获得每个被试根据自身疼

痛感受而产生的具有 20 个不同电压强度(从弱到强)

的疼痛电刺激矩阵。因此, 3 个目标对象(朋友、熟

人、陌生人)接受的电刺激强度都是由决策者(即被

试自己)来确定的, 均是同一套不同强度梯度的电

刺激矩阵。这样设计能有效避免产生其他额外变量

的产生, 因为单独测量 3 个目标他人的疼痛阈限, 

势必会产生 3 套不同强度梯度的电刺激矩阵, 且彼

此之间会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 进而对被试的行为

反应产生额外干扰。同时, 本实验还测量了 3 个目

标他人接受疼痛电刺激的最低和最高阈限值, 避免

发送的电击强度超过了目标对象的阈限范围, 从而

导致无疼痛感觉或超出承受范围的情况出现。另一

方面, 该程序也是为了让被试自己能够清楚地体验

和感知到不同强度的电刺激作用于躯体的疼痛感

受, 为正式实验中被试决策是否电击目标他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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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点, 帮助其根据自身的疼痛感知来推断接受者

可能的疼痛感受, 进而在自我金钱收益与他人疼痛

伤害之间诱发两难冲突。 

此外, 滴定法被用于收集实际电击强度与疼痛

主观感受强度之间的匹配关系。具体而言, 疼痛电

击的最小阈限值为 0.1 mA, 被试被要求进行主观

疼痛感知的 11 点等级评定(0 代表一点也不疼痛, 10

代表难以忍受的疼痛)。电压值以 3:1 的比例逐渐进

行递增, 当疼痛主观评分达到 10 点时, 该时的电压

值为最大阈限值。同时, 每个被试还需要根据滴定

法, 给每个电击强度匹配一个在心理上等值的金钱

收益(即回答“接受多少 mA 电击来获得多少元金钱

收益是值得的？”)。该滴定程序每个被试都要重复

3 次, 以确保他们能清楚地感知到疼痛电击强度与

金钱收益数量之间的配对关系。因此, 该程序针对

每个被试都会获得一个包含 20 对的“疼痛电击 vs. 

金钱收益”矩阵。最终, 30 名被试的平均疼痛电击值

的范围为 1.00 伏特~15.22 伏特, 平均金钱收益值的

范围为 0.10 元~3.50 元。该“疼痛电击 vs. 金钱收益”

矩阵会被用于正式实验中的“电击−获利困境”任务, 

进而考察被试在权衡“增加自我收益”与“减少他人

伤害”时的行为和神经反应。 

2.2.4  任务与程序 

采用改编的“电击−获利困境”任务(Crockett et 

al., 2014; Zhan et al., 2020), 考察被试在面对不同

目标对象时如何在“自我收益”与“他人伤害”之间进

行权衡, 即被试是否会为了增加自我收益而选择对

他人实施痛苦的电击伤害(即利己的行为倾向), 或

者牺牲自我收益而选择减少或不伤害他人(即利他

的行为倾向)。被试将与另外 3 个目标对象共同参

与完成一个真实的疼痛电击与金钱收益任务。被试

在实验中担当决策者, 3 个目标对象(朋友、熟人和

陌生人)担任被电击者。在实验过程中, 为了提高实

验的生态效度和真实性, 被试在脑电实验室完成任

务操作 , 3 个目标对象均坐在隔壁的另一个房间 , 

通过电极线连接其左手手腕背部的电极片上, 并根

据电击决策指令而接受真实的疼痛电击。重要的是, 

被电击者无法确认决策者的真实身份, 他们被告知

电击指令既可能是被试发出的, 也可能是电脑程序

随机发出的。由此, 决策者会面临一系列二选一的

两难抉择：是让目标对象接受疼痛电击而自己获得

金钱收益, 还是不选择对他人实施疼痛电击而自己

没有金钱收益。在每个试次中 , 被试都是决策者 , 

接受电击的对象是 3 个目标人物中的任意一个, 但

金钱收益均归被试所有。 

在正式实验中, 首先呈现一个注视点 200 ms; 

紧接着呈现情境指导语, 若为公开场景, 则指导语

为“您接下来的决策结果会通过联网传送给目标对

象获知”; 若为匿名场景, 指导语为“您接下来的决

策结果不会传送给目标对象”; 在呈现黑屏 100 ms

之后, 呈现接受疼痛电击的对象名字刺激 500 ms; 

在呈现 500~1000 ms 的随机黑屏之后, 呈现决策界

面 3000 ms, 被试的任务是又快又准地按键反应, 

“F”键代表电击, “J”键代表不电击; 按键选择后呈

现 1000 ms 的黑屏; 然后呈现电击界面 1000 ms, 若

被试选择了电击, 则闪电标志成亮黄色, 表明目标

对象正在接受真实的疼痛电击, 若被试选择不电击, 

那么闪电标志是灰色的, 则无疼痛电击发送; 然后

呈现反馈界面, 若当前试次为公开情境, 则反馈结

果为“您的决策结果正发送给对方”; 若当前试次为

匿名情境, 则反馈界面为 500 ms 的黑屏; 紧接着呈

现被试目前已经累加获得的金钱数量; 最后, 对决

策时的愉悦情绪体验进行 9 点等级评定(1 代表极其

不愉悦, 9 代表非常愉悦), 按键反应后结束该试次。

在实验开始前, 所有被试均被明确告知：每个试次

都会按照被试的选择来真实执行电击或不电击目

标对象, 整个实验总共 360 个试次, 包括公开与匿

名情境各 1 个 block, 2 个 block 之间休息一次, 呈现

顺序在被试间进行平衡 , 完成整个实验大概需要

45 分钟(见图 1)。 

2.3  数据记录与分析 

在线记录是使用 Neuroscan ERP 记录与分析系

统(Neuroscan Inc., USA), 按国际 10-20 系统扩展的

64 导电极帽记录 EEG。在线记录时将参考电极安 

 

 
 

图 1  “电击−获利困境”任务中单个试次的实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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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左侧乳突位置, 离线后转为双侧乳突为参考电

极 , 双眼外侧安置电极记录水平眼电(HEOG), 左

眼上下安置电极记录垂直眼电(VEOG)。滤波带通

为 0.05~70 Hz, 采样频率为 500 Hz/导, 头皮阻抗 

< 5 kΩ。线下分析时采用 EEGLAB 工具箱, 将数据

由单侧乳突记录转化成双侧乳突, 滤波参数为 0.1~ 

30 Hz。采用 ICA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分析来剔除眨眼和动作伪迹 (Delorme & Makeig, 

2004; Plöchl et al., 2012)。同时, 我们检查了整个

EEG 数据 , 并剔除了高噪音的试次 , 如较大的肌

电、眨眼、心电伪迹。极端值的剔除标准为± 80 μV 

(Gui et al., 2016)。分段时间为目标刺激出现前的

200 ms 到出现后的 800 ms, 并对−200 ms 到 0 ms

的数据进行基线矫正。在剔除伪迹之后, 每个实验

条件下的平均试次数均保留了 85%以上(每个条件

下 60 个试次), 平均试次为 56.17 ± 1.88 个; 其中公

开情境−朋友条件下 58 个, 公开情境−熟人条件下

57 个, 公开情境−陌生人条件下 55 个, 匿名情境−

朋友条件下 56 个, 匿名情境−熟人条件下 55 个, 匿

名情境−陌生人条件下 56 个。 

在 ERP 数据上, 结合全脑地形图的视觉观察

(请见图 3B), 以及前人的 ERP 研究结果(Gui et al., 

2016; Sarlo et al., 2012, 2014; Yoder & Decety, 2014; 

Zhan et al., 2020)与本实验目的, 我们主要选择了

以下 15 个电极点来分析伤害情境下道德决策所诱

发的 ERP 成分：F3, Fz, F4, FC3, FCz, FC4, C3, Cz, 

C4, CP3, CPz, CP4, P3, Pz, P4。其中, N1 (80~160 ms)、

P2 (160~260 ms)和 N2 (260~360 ms)在前额部和额

中部脑区被较为显著地观察到了, 因此采用该两个

脑区的 6 个电极点(F3, Fz, F4, FC3, FCz, FC4)的平

均值作为其观测值。其次, P260 (200~300 ms)和 LPP 

(300~450 ms)在中部、顶中部和顶部脑区被较为显

著地观察到, 因此采用该 3 个脑区的 9 个电极点(C3, 

Cz, C4, CP3, CPz, CP4, P3, Pz, P4)的平均值作为其

观测值(请见图 3A)。各 ERP 成分在各自时间窗口

被测量与分析, 并对这些 ERP 成分的平均波幅进

行了 3 (社会距离) × 2 (决策情境)的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 其平均数与标准差见表 1。 

此外, 皮尔逊积差相关被用于考察道德决策过

程中行为和神经反应的内在关联, 以有助于阐述各

ERP 成分所反映的心理功能和意义。所有数据的统

计和分析均采用了 SPSS 20.0 (IBM Corp., Armonk, 

NY, USA)软件来完成 , 统计结果非球形时同样采

用 Greenhouse-Geisser 法校正 P 值, 多重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法校正。 

3  结果 

3.1  操作检验结果 

(1)社会距离的操作检验结果。对 IOS 量表得分

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社会距离的主效应显著, 

F(2, 58) = 189.34, p < 0.001, η2
p = 0.77。多重比较发

现, 与陌生人名字的 IOS 得分(M = 1.32 ± 0.35)相比, 

朋友名字的 IOS 得分(M = 6.01 ± 0.36)显著更高, t 

(29) = 6.22, Cohen’s d = 13.21, p < 0.001; 熟人名字

的 IOS 得分(M = 3.34 ± 0.35)也显著更高, t (29) = 

3.84, Cohen’s d = 5.77, p < 0.001); 且朋友名字的

IOS 得分也显著大于熟人名字的 , t (29) = 5.15, 

Cohen’s d = 7.52, p = 0.02。该结果表明社会距离的

操作是有效的。 

(2)声誉关注的操作检验结果。对主观声誉感知

等级评分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决策情境的主

效应显著, F(1, 29) = 47.22, p < 0.001, η2
p = 0.52, 即

与匿名情境(M = 3.27 ± 0.45)相比, 被试在公开情

境下主观报告自我的声誉会更大程度的受到负面

影响(M = 7.94 ± 0.52)。该结果表明声誉关注的操作

是有效的。 

3.2  行为数据结果 

(1)电击比例 

对选择电击的比例进行 3 (社会距离) × 2 (决策

情境)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社会距离的 

 
表 1  不同实验条件下各 ERP 成分的平均数与标准差(M ± SD µV) 

决策情境 社会距离 N1 P2 N2 P260 LPP 

公开情境 

朋友 −0.55 ± 0.59 2.17 ± 0.89 2.36 ± 1.14 3.94 ± 0.88 3.67 ± 0.62 

熟人 −0.70 ± 0.58 1.49 ± 0.78 1.83 ± 0.99 3.50 ± 0.67 3.50 ± 0.70 

陌生人 −0.39 ± 0.55 3.16 ± 0.60 2.15 ± 0.95 3.20 ± 0.63 3.72 ± 0.59 

匿名情境 

朋友 −1.18 ± 0.67 0.53 ± 0.76 1.96 ± 1.11 3.07 ± 0.89 4.30 ± 0.78 

熟人 −0.19 ± 0.60 0.94 ± 0.73 2.75 ± 1.15 6.17 ± 0.69 6.18 ± 0.63 

陌生人 −0.90 ± 0.64 2.30 ± 0.84 2.85 ± 0.97 4.18 ± 0.70 4.32 ±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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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效应显著, F(2, 58) = 11.06, p < 0.001, η2
p = 0.28。

事 后 多 重 比 较 发 现 , 被 试 选 择 电 击 朋 友 的 比 例

(50.47% ± 30.78%)显著低于电击熟人的(57.70% ± 

27.53%), t (29) = −3.08, Cohen’s d = −0.25, p = 0.01; 

也显著低于电击陌生人的(62.10% ± 27.43%), t (29) = 

−3.86, Cohen’s d = −0.40, p = 0.002; 但电击熟人与

陌生人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t (29) = −2.16, Cohen’s d = 

−0.16, p = 0.12。决策情境的主效应显著, F(1, 29) = 

18.46, p < 0.001, η2
p = 0.39, 即与公开情境相比

(51.94% ± 29.60%), 被试在匿名情境下选择电击的

比例更高(61.57% ± 26.71%)。此外, 自我相关性与

决策情境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58) = 1.95, p = 

0.15, η2
p = 0.06 (见图 2A)。 

(2)决策时间 

社会距离的主效应显著, F(2, 58) = 20.06, p < 

0.001, η2
p = 0.41。事后多重比较发现, 被试选择电击

熟 人 (879.73 ± 160.81 ms)要 显 著 慢 于 电 击 朋 友

(815.58 ± 164.28 ms), t (29) = 5.52, Cohen’s d = 0.39, 

p < 0.001; 也 显 著 慢 于 电 击 陌 生 人 的 (820.27 ± 

157.06 ms), t (29) = 4.96, Cohen’s d = 0.37, p < 

0.001; 但朋友与陌生人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t (29) = 

0.46, Cohen’s d = −0.03, p = 0.98。决策情境的主效

应显著, F(1, 29) = 4.60, p = 0.03, η2
p = 0.14, 即与公

开情境相比(822.95 ± 172.18 ms), 被试在匿名情境

下的决策反应要更慢(854.11 ± 150.48 ms)。此外, 

社会距离与决策情境的交互作用显著, F(2, 58) = 

15.03, p < 0.001, η2
p = 0.34。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在

匿名情境下, 被试对 3 类目标对象进行电击决策的

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 F(2, 58) = 24.64, p < 0.001; 多

重比较发现, 被试选择电击熟人(933.33 ± 149.84 ms)

要显著慢于电击朋友(810.98 ± 174.94 ms), t (29) = 

5.91, Cohen’s d = 0.75, p < 0.001; 也显著慢于电击

陌生人(818.01 ± 162.37 ms), t (29) = 5.28, Cohen’s d = 

0.74, p < 0.001; 但选择电击朋友与陌生人之间的

差异不显著, t (29) = 0.45, Cohen’s d = 0.04, p = 0.32。

然而, 被试在公开情境下选择电击三者间的反应时

差异均不显著(朋友：820.18 ± 168.15 ms, 熟人：

826.13 ± 195.92 ms, 陌生人：822.54 ± 164.64 ms), 

F(2, 58) = 0.11, p = 0.16 (见图 2B)。 

(3)愉悦情绪主观评定得分 

社会距离的主效应显著, F(2, 58) = 5.21, p = 

0.01, η2
p = 0.21。多重比较发现, 被试对熟人决策时

诱发的愉悦情绪(2.84 ± 0.33)要显著弱于对朋友的

(4.03 ± 0.28), t (29) = −3.11, Cohen’s d = −3.89, p = 

0.004; 也显著弱于对陌生人的(4.08 ± 0.31), t (29) = 

3.15, Cohen’s d = −4.00, p = 0.003; 但在朋友与熟

人之间无显著差异, t (29) = −0.16, Cohen’s d = 

−0.18, p = 0.25。决策情境的主效应显著, F(1, 31) = 

4.55, p = 0.03, η2
p = 0.16, 即与公开情境(3.22 ± 0.32)

相比, 被试在匿名情境下电击决策时诱发的愉悦情

绪更强(4.07 ± 0.29)。此外, 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58) = 0.65, p = 0.52, η2
p = 0.03 (见图 2C)。 

3.3  ERP 结果 

(1) N1 成分 

社会距离的主效应显著, F(2, 58) = 4.60, p = 

0.02, η2
p = 0.14。多重比较发现, 被试电击熟人诱发

的 N1 波幅(−0.44 ± 0.55 µV)显著大于电击朋友的

(−0.86 ± 0.46 µV), t (29) = 3.83, Cohen’s d =3.06,  

p = 0.03; 也显著大于电击陌生人的(−0.64 ± 0.52 

µV), t (29) = 3.22, Cohen’s d = 2.02, p = 0.03; 而电

击朋友和陌生人之间的无显著差异, t (29) = −0.41, 

Cohen’s d = −0.83, p = 0.26。此外, 情境类型的主效

应不显著, F(2, 58) = 0.93, p = 0.39, η2
p = 0.03; 两者

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F(1, 29) = 1.22, p = 0.21, η2
p = 

0.04 (见图 3)。 

(2) P2 成分 

社会距离的主效应显著, F(2, 58) = 7.76, p = 

0.002, η2
p = 0.21。多重比较发现, 被试电击熟人诱发 

 

 
 

图 2  各实验条件下的电击比例、决策时间及愉悦情绪主观评分(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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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实验条件下被试完成道德决策时在 Fz 与 Pz 点诱发的脑波形图以及差异波脑地形图 
 

的 P2 波幅(2.73 µV ± 0.58)显著大于电击朋友的  

(1.35 ± 0.68 µV), t (29) = 3.56, Cohen’s d =2.18, p = 

0.003; 也显著大于电击陌生人的(1.22 ± 0.61 µV), t 

(29) = 3.45, Cohen’s d =2.54, p = 0.001; 而朋友和

陌生人之间的无显著差异, t (29) = 0.19, Cohen’s d = 

0.20, p = 0.98。决策情境的主效应显著, F(1, 29) = 

4.67, p = 0.04, η2
p = 0.14, 即与公开情境(1.26 ±  

0.64 µV)相比, 被试在匿名情境下的电击决策诱发

了更大的 P2 波幅(2.27 ± 0.61 µV)。此外, 两者的交

互作用不显著, F(2, 58) = 0.35, p = 0.69, η2
p = 0.01 

(见图 3)。 

(3) N2 成分 

决策情境的主效应显著, F(1, 29) = 4.60, p = 0.03, 

η2
p = 0.14, 即与公开情境(4.26 ± 0.57 µV)相比, 被

试在匿名情境下的电击决策诱发了更负的 N2 (2.82 

± 0.64 µV)。此外, 社会距离的主效应不显著, F(2, 

58) = 0.26, p = 0.77, η2
p = 0.001; 两者的交互作用也

不显著, F(2, 58) = 0.85, p = 0.41, η2
p = 0.03 (见图 3)。 

(4) P260 成分 

社会距离的主效应显著, F(2, 58) = 3.72, p = 

0.03, η2
p = 0.11。多重比较发现, 被试电击熟人诱发

的 P260(4.83 ± 0.54 µV)显著大于电击朋友的(3.50 ± 

0.82 µV), t (29) = 3.43, Cohen’s d =1.92, p = 0.04; 

也显著大于电击陌生人的(3.69 ± 0.60 µV), t (29) = 

3.36, Cohen’s d =2.07, p = 0.04; 而电击朋友和陌生

人之间的无显著差异, t (29) = −0.32, Cohen’s d = 

−0.26, p = 0.39。决策情境的主效应显著, F(1, 29) = 

6.17, p = 0.02, η2
p = 0.18, 即与公开情境(4.47 ± 0.58 

µV)相比, 被试在匿名情境下电击决策诱发了更大

波幅的 P260 (3.35 ± 0.65 µV)。此外, 两者的交互作

用显著, F(2, 58) = 6.19, p = 0.005, η2
p = 0.18。简单效

应分析发现, 在匿名情境下, 被试选择电击 3 类目

标对象时所诱发的 P260 平均波幅存在显著差异, 

F(2, 58) = 6.91, p = 0.002; 多重比较发现, 被试选

择电击熟人时诱发的 P260 波幅(6.17 ± 0.69 µV)显

著大于电击朋友的(3.07 ± 0.89 µV), t (29) = 3.95, 

Cohen’s d = 3.89, p < 0.001; 也显著大于电击陌生

人的(4.18 ± 0.70 µV), t (29) = 3.64, Cohen’s d = 

2.86, p = 0.03; 而电击朋友和陌生人之间的无显著

差异, t (29) = −1.16, Cohen’s d = −1.39, p = 0.43。然

而, 被试在公开情境下选择电击 3 类目标对象所诱

发的 P260 均无显著差异(朋友：3.94 ± 0.88 µV, 熟

人: 3.50 ± 0.67 µV, 陌生人：3.20 ± 0.63 µV), F(2, 58) = 

0.73, p = 0.49 (见图 3)。 

(5) LPP (300~450 ms) 

决策情境的主效应显著, F(1, 29) = 4.22, p = 

0.03, η2
p = 0.13, 即与公开情境(3.63 ± 0.51 µV)相比, 

被试在匿名情境下的电击决策诱发了更大波幅的

LPP (4.93 ± 0.60 µV)。社会距离与决策情境的交互

作用显著, F(2, 58) = 4.86, p = 0.02, η2
p = 0.14。简单

效应分析发现, 在公开情境下, 被试选择电击 3 类

目标对象时所诱发的 LPP 平均波幅无显著差异(朋

友：3.67 ± 0.62 µV, 熟人: 3.50 ± 0.70 µV, 陌生人：

3.72 ± 0.59 µV), F(2, 58) = 1.74, p = 0.19。而在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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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三种社会距离情境平均后 P260 波幅与愉悦度评分以及 LPP 波幅与反应时之间的相关散点图 
 

情境下, 被试选择电击 3 类目标对象时所诱发的

LPP 存在显著差异, F(2, 58) = 6.53, p = 0.003; 多重

比较发现, 被试选择电击熟人时诱发的 LPP 波幅

(6.18 ± 0.63 µV)显著大于电击朋友的(4.30 ± 0.78 µV), 

t (29) = 3.42, Cohen’s d = 2.65, p = 0.01; 也显著大

于电击陌生人的(4.32 ± 0.64 µV), t (29) = 3.89, 

Cohen’s d = 2.93, p = 0.04; 而电击朋友和陌生人之

间的无显著差异, t (29) = −0.11, Cohen’s d = −0.03, 

p = 0.58。此外, 社会距离的主效应不显著, F(2, 58) = 

2.20, p = 0.12, η2
p = 0.07 (见图 3)。 

3.4  其他分析结果 

对匿名情境减去公开情境下各变量的差异值

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 结果发现：主观愉悦度

评分与 P260 波幅在不同社会距离条件下存在显著

的负相关(朋友: r = −0.39, p = 0.03; 熟人：r = −0.41, 

p = 0.03; 陌生人: r = −0.37, p = 0.03), 表明决策诱

发的 P260 波幅越大, 被试在道德决策中体验到的

主观愉悦度更弱(请见图 4A); 而且 , 决策时间与

LPP (300~450 ms)在各社会距离条件下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朋友：r = 0.34, p = 0.04; 熟人：r = 0.43, p = 

0.03; 陌生人：r = 0.37, p = 0.03), 表明决策时诱发

的 LPP (300~450 ms)波幅越大, 被试在道德决策中

消耗了更多时间和认知资源来解决两难冲突(请见

图 4B)。此外, 电击比例与所有 ERP 成分均不存在

显著的相关(r = 0.03~0.25, ps > 0.15)。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 ERP 技术探究了声誉关注与社会

距离对道德决策的影响及其时间加工进程的特点。

结果发现, 匿名情境下被试对不同社会距离他人的

两难电击决策体现出了一种明显的“人际差序性”, 

即与社会距离较远的熟人和陌生人相比, 被试更愿

意放弃自我利益而减少对社会距离较近的朋友进

行电击伤害; 而且, 在决策时间和电生理指标上表

现出了一种典型的“熟人效应”, 即与朋友和陌生人

相比, 涉及熟人的两难决策花费了更长时间, 并诱

发了更大波幅的与负性情绪反应有关的 P260, 以

及与认知推理有关的 LPP (300~450 ms)成分。然而, 

行为和 ERP 指标上的这种“人际差序性”和“熟人效

应”在公开情境下减弱或消失了。这些结果表明, 匿

名情境下个体在伤害困境中完成道德决策时可能

采取了一种“利己的利他主义”决策倾向, 且人际关

系中熟人关系带来的不确定性在道德决策中会诱

发更强烈的情绪负荷和认知冲突, 而公开情境诱发

的声誉关注在抑制自私倾向和消除人际关系的不

确定性上可能起到了关键作用。该研究发现为揭示

中国文化背景下人际关系与声誉关注交互影响人

际间道德决策的行为特点及其大脑加工时程特点, 

提供了一定的实证依据。 

4.1  社会距离和声誉关注共同调节了道德决策

中个体的利他行为动机 

与以往研究一致(Chen et al., 2017; Cheng et al., 

2010), 本研究发现被试在电击−获利困境任务中的

利他性决策倾向表现出了一种稳定的“人际差序

性”, 即人际距离越近 , 个体更愿意放弃自我金钱

收益来减少对亲密他人的疼痛电击伤害。以往研究

认为, 人际关系越亲密或越近, 人们越愿意对亲密

他人表现出亲社会意愿和利他行为 , 如更多的共

情、帮助、信任和合作等亲社会行为(Chen et al., 

2017; Cheng et al., 2010)。在道德决策中, 以往研究

同样发现了这种人际距离的差异, 即相比于熟人和

陌生人, 个体对朋友会做出更多有付出的两难帮助

决策(Zhan et al., 2018, 2019; 占友龙 等, 2020)。在

现实生活中, 涉及伤害的决策通常是发生在消极情

境中的, 如威胁生命的冲突情境, 因此减少朝向自

我或亲密他人的伤害将超越一切其他情况而占据

优势地位(Tomasello et al., 2012)。换句话说, 当面

临真正的伤害时, 人们首先思考的是如何先减少自

我或亲近他人的伤害, 然后再考虑陌生他人。因此, 

在本研究中, 当朋友、熟人和陌生人均面临了被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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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的疼痛伤害时, 个体会优先选择损失自我金钱收

益降低对朋友的电击伤害, 然后才考虑熟人和陌生

人, 因为个体可能无法容忍亲密他人遭受伤害。此

外, 这种具有利己的利他决策倾向也符合亲社会行

为的亲缘选择理论, 即人们选择放弃自我利益来帮

助亲人和朋友, 是为了更好地维系血缘关系, 保护

自我基因的延续 , 具有进化意义(Hamilton, 1964; 

Tan et al., 2015)。由此可知, 该研究结果证明了第

二个假设：社会距离调节了伤害困境下道德决策的

行为倾向, 对朋友的电击决策要显著少于对熟人和

陌生人的, 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利己的利他主义”

决策倾向。该研究发现与西方被试在人际间道德决

策中表现出的“超级利他主义”倾向是有显著区别

的(Crockett et al., 2014; Volz et al., 2017), 中国文化

背景下人们普遍通过“关系自我”来指导人际间的

社会互动行为(Ma & Han, 2011; Zhu & Han, 2008), 

因此在不同社会距离情境下的道德决策表现出了

一种明显的“人际差序性”。 

然而, 不同社会距离下个体的这种“利己的利

他主义”决策倾向受到了决策情境的调节。具体而

言, 与匿名情境相比, 个体在公开情境中的决策时

间更快, 做出的电击伤害选择更少, 且利他性决策

倾向上的“人际差序性”被削弱了。这一研究发现与

以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Barclay & Willer, 2007), 

当决策结果被公开时, 个人会为了赢得更好的声誉

而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例如, 大量行为研究发

现, 个体当前任务中的利他行为是为了赢得好的声

誉, 进而在随后的或未来的社会互动活动中为自己

获取更多利益(Chiang, 2010; Sylwester & Roberts, 

2010; van Vugt & Iredale, 2013)。然而, 当个体提前

获悉自己无法在后续或未来的社会互动任务中获

取更多收益时, 如在决策结果公开、游戏规则共享、

搭档更换等情境中, 人们在当前任务中会显著减少

自己的利他行为 , 甚至不表现出明显的利他倾向

(van Baar et al., 2019; Semmann & Milinski, 2004), 

且这种行为倾向在那些特别自私的或擅长社会交

际的个体中更为明显(Bereczkei et al., 2015)。因此, 

该结果部分证明了本研究的第一个和第三个假设, 

即决策结果的公开会导致个体关注自我形象或声

誉, 进而促使其在道德决策中表现出更少的伤害行

为, 而匿名情境为被试提供了利己的可能性, 因此

被试表现出了更少的利他选择, 且对与自己关系越

近的朋友做出了更少的疼痛电击伤害。然而, 这一

研究发现并不能充分地证明被试在公开情境下的

道德决策遵循了“超级利他主义”这一行为倾向。实

际上, 虽然被试在公开情境下对 3 类目标他人的电

击伤害减少了, 并且显著低于匿名情境下的, 但伤

害比例仍然达到了 50%, 这说明被试可能是为了维

护自身声誉而减少了伤害行为, 表现出的可能是一

种减弱了的“利己的利他主义”行为倾向, 而非一种

纯粹的“超级利他主义”。 

4.2  熟人关系的不确定性调节了道德决策中的

情绪和认知过程 

更有趣的是, 我们在反应时指标上还发现了一

种明显的“熟人效应”, 即与朋友和陌生人相比, 被

试在涉及熟人的电击−获利两难任务中花费了更长

时间来思考和做决策。这一研究发现获得了以往相

关研究的支持, 如早期有关人际关系的中国本土化

研究表明, 熟人处于人际关系的中间地带, 是情感

成分和工具成分相混合的区域, 如果情感性成分提

高, 则从熟人关系发展为亲密关系, 反之, 如果情

感性成分降低 , 则从熟人关系向陌生人关系转变

(黄光国, 胡先缙, 2005)。此外, 国内一项有关人际

情感偏向的外显和内隐判断研究也发现, 人们对自

我秉持一种积极的情感偏向, 对陌生人则秉持一种

消极的情感偏向, 而对熟人的情感偏向是非常模糊

且不确定的(袁晓劲, 郭斯萍, 2017)。可见, 由于熟

人处于人际关系的中间地带, 在人际互动中具有很

强的不稳定性和模糊性, 从而导致人们在社会互动

中产生了不确定感, 进而影响了道德决策的过程。 

在 ERP 指标上, 我们同样观察到了这种“熟人

效应”, 即与朋友和陌生人相比 , 涉及熟人的道德

决策诱发了更大波幅的 ERP 成分(如 N1、P2、P260

和 LPP)。在早期的直觉反应阶段, 相比于朋友和陌

生人 , 涉及熟人的两难决策在额叶诱发了更负的

N1 波幅。N1 成分在道德决策过程中普遍被认为反

映了一种快速而自动的道德直觉过程, 代表了个体

对道德情境中与决策有关信息的初级加工和注意

偏向, 如好坏、真假等道德效价信息, 以及诱发情

绪 和 认 知 冲 突 的 突 显 信 息 等 (Gui et al., 2016; 

Scheele et al., 2014)。这表明熟人关系导致的人际不

确定性在道德直觉阶段就已经自动捕获了更多注

意, 进而为后续的精细加工做好准备。在中期的情

绪反应阶段, 这种“熟人效应”继续在出现在前额叶

的 P2 和顶叶的 P260 成分上, 即涉及熟人的两难决

策还诱发了更大波幅的 P2 和 P260 成分。P2 被认

为反映了道德决策中的冲突监控, 更大波幅的 P2

表明道德困境诱发了更强的认知冲突(Chen et al., 



第 6 期 占友龙 等: 声誉关注与社会距离对伤害困境中道德决策的影响：来自行为与 ERPs 的证据 623 

 

2009)。随着决策进程的推进, 先前感知到的认知冲

突 开 始 诱 发 相 应 的 情 绪 反 应 , 并 在 顶 叶 诱 发 了

P260 成分。以往 ERP 研究认为 P260 反映了道德决

策过程中由道德刺激或两难事件诱发的情绪反应

过程, 情境诱发的认知冲突越大, 情绪反应则越强, 

P260 的波幅就越大(Gui et al., 2016; Sarlo et al., 2012; 

Yoder & Decety, 2014)。在晚期的认知推理阶段, 这

种熟人效应仍然体现在顶叶的 LPP (300~450 ms)成

分上。前人相关研究认为, LPP 被认为反映了道德

决策中的认知推理和道德评价过程, 其波幅大小反

映了个体为解决道德困境而投入的注意资源和认

知努力(Beste et al., 2012; Chen et al., 2009; Gui et 

al., 2016; Paynter et al., 2009)。在本研究中, 与朋友

和陌生人相比, 涉及熟人的两难决策在道德决策的

大 脑 时 间 加 工 进 程 中 均 分 别 诱 发 了 更 大 波 幅 的

N1、P2、P260 和 LPP (300~450 ms)成分。而且, 被

试报告的主观愉悦体验与 P260 波幅成显著的负相

关, 决策时间与 LPP (300~450 ms)成分呈显著的正

相关, 说明涉及熟人的决策确实诱发了更强的负性

情绪反应, 并消耗了更多注意资源和认知努力来解

决该两难冲突。ERP 指标上的这种“熟人效应”也获

得了以往相关研究的支持。例如, 有研究采用 ERP

技术考察了社会距离对道德决策的影响, 同样发现

涉及熟人的两难帮助决策诱发了更大波幅的 P260

和 LPP 成分(Zhan et al., 2018; 占友龙 等, 2020)。

因此,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熟人关系的不确定性在

道德决策的不同时间加工进程中, 确实给决策者带

了更强烈的情绪和认知负荷, 并消耗了更多的注意

资源和认知努力来解决该道德冲突, 以最终做出适

应的道德决策。人际间道德决策在反应时和 ERP

指标上的“熟人效应”这一研究发现, 拓展了以往关

于人际距离影响利他性社会决策的认知与神经机

制的研究发现, 并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人

际间道德决策的中国特点。 

4.3  声誉关注削弱了道德决策中的伤害厌恶和

认知冲突 

本研究还发现涉及熟人的决策在 ERP 指标上

所诱发的“熟人效应”在公开情境下消失了。具体而

言 , 决策情境与社会距离的交互作用在 P260 和

LPP (300~450 ms)这两个 ERP 成分上均被显著观察

到了, 即与匿名情境相比, 这两个指标上所观察到

的“熟人效应”在公开情境下消失了。该研究结果表

明声誉关注可能削弱了两难道德决策所诱发的伤

害厌恶和认知冲突。这一研究结果同样获得了以往

相关研究的支持。例如, 一系列行为研究发现, 在

匿名情境或无他人在场时, 决策者会为了获得更多

金钱收益而做出更多利己的风险选择和更少的道

义性判断, 而当决策结果公开或有他人在场时, 决

策者却表现出了更多利他的决策意愿和行为(Arfer 

et al., 2015; Bixter & Luhmann, 2014; 傅鑫媛 等, 

2015; 占友龙 等, 2020)。此外, 相关的 ERP 研究也

发现 , 在匿名情境(占友龙  等 , 2020)或私下情境

(Zhan et al., 2020)中, 与朋友和陌生人相比, 熟人

关系的不确定性在帮助困境下的道德决策中确实

诱发了更大波幅的与厌恶情绪有关的 P2 成分, 以

及与认知推理有关的 LPP 成分。然而, 当牺牲自我

利益而帮助他人免受伤害这一决策行为能被受助

者获知的时候(与匿名情境相比), 决策者会表现出

更强的利他主义动机来维护自我声誉或形象, 且两

难决策诱发的在不同社会距离间的差异也消失了

(占友龙 等, 2020)。这表明个体在公开情境下增加

的利他行为可能是源自于一种“利己的利他主义”, 

其目的是为了维护自我声誉或形象的, 而非真正的

“超级利他主义”。在本研究中, 当决策结果通过电

脑联网呈现给受助者时, 个体会感知到较强的声誉

损失风险, 进而促使其在不同社会距离情境下均表

现出了更快和更多的利他性选择。由此可知, 决策

结果公开所激发的声誉关注, 可能削弱了两难伤害

决策所诱发的厌恶情绪和认知冲突, 进而减弱了不

同社会距离情境间神经反应的差异。因此, 声誉关

注可能通过削弱不确定性的人际关系所诱发的厌

恶情绪和认知冲突而调节道德决策的行为反应。这

一研究发现进一步在伤害困境下的道德决策过程

中验证了由于声誉关注而引发的“利己的利他主

义”行为倾向, 并从大脑时间加工进程上提供了一

定的生物学证据。 

首先, 本研究的结果丰富了道德决策的双加工

模型(the dual-process model)。该理论认为个体的道

德认知中存在情绪和认知两套系统, 前者是一个平

行的 , 自动化的加工过程 , 而后者是一个控制的 , 

包 含 认 知 努 力 的 过 程 , 会 占 用 较 多 的 心 理 资 源

(Greene et al., 2001, 2004)。研究者认为道德决策中

情绪与认知的参与程度会受到情境因素的动态调

节(Christensen & Gomila, 2012; Zhan et al., 2018; 

占友龙 等, 2020)。在本研究中, 与亲密的朋友和疏

远的陌生人相比, 个体对人际关系不确定的熟人进

行两难伤害决策时, 消耗了更长的时间, 并体验到

了更强烈的负性情绪和认知冲突, 表现出一种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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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熟人效应”。这说明个体对朋友或陌生人进行两

难决策时可能有更多情绪/经验系统的参与 , 而对

熟人进行决策时可能需要更多认知系统的参与来

权衡得失。因此, 本研究的发现对道德决策的“双加

工理论”在不同社会距离情境下的作用条件进行了

一定的补充和解释。其次, 本研究在中国文化背景

下考察社会距离与声誉关注交互影响伤害困境下

道德决策的认知和神经机制, 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

上对以往相关研究有所拓展和推进。一方面, 本研

究在两难电击选择上发现的“人际差异性”以及在

反应时和 ERP 指标上发现的“熟人效应”, 这跟以往

西方研究中发现的“超级利他主义”倾向是显著不

同的, 表现出了一定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 本研

究还发现与匿名情境相比, 被试在公开情境下对 3

类目标他人做出了更少的电击伤害选择, 且不同社

会距离情境下 ERP 指标上的差异消失了。然而, 电

击伤害比例仍然达到了 50%以上, 这表明公开决策

结果所诱发的声誉关注可能对个体的利己动机产

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但对个体利他动机的激发可

能是有限的 , 个体的决策倾向仍是一种减弱了的

“利己的利他主义”。这一研究发现为进一步揭示道

德决策中利己与利他动机的权衡机制提供了一定

的行为与脑电证据。最后, 本研究采用的“电击−获

利困境”任务较好地诱发了一种“增加自我收益”与

“减少他人伤害”的两难冲突, 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

改编而与 ERP 技术相结合, 有助于揭示伤害困境

下道德决策中个体权衡利己与利他动机的大脑时

间加工进程特点。ERP 指标上的研究发现对以往的

行为研究结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推进与拓展, 也为

探讨不同社会情境下道德决策的认知和神经机制

提供了新的方法借鉴。 

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 , 一方面实验采用的

“电击强度−金钱收益”矩阵是根据主观报告和滴定

法收集得到的, 其目的是通过被试自身的主观疼痛

感受来推测目标对象的疼痛感受, 因此可能会存在

较大的个体差异, 如容易受到个体的疼痛敏感性和

共情能力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高、低

疼痛敏感性或共情能力个体在伤害困境下道德决

策时的差异特点。另一方面, 本研究从主观愉悦度

和决策速度两个方面对行为和 ERP 结果进行了一

定程度的解释, 然而却忽视了伤害厌恶(Crockett et 

al., 2014; Volz et al., 2017)和自我形象关注(Zlatev 

et al., 2019)在其中可能起到的重要作用。因此, 未

来研究需要构建有关伤害厌恶或自我形象关注的

行为模型来探究声誉关注与社会距离对道德决策

的影响, 并进一步分析其与神经生理指标上的关联

性, 从而提高其解释力度。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 ERP 技术从大脑加工的时间进程

角度, 考察了声誉关注和社会距离对伤害困境下道

德决策的交互影响。结果发现：在匿名情境下, 与

熟人和陌生人相比, 个体更愿意牺牲自我收益来减

少对朋友的疼痛电击伤害, 行为指标上表现出一种

明显的“利己的利他主义”倾向; 且涉及熟人的道德

决策耗时最长, 诱发了更强的厌恶情绪(以 P260 为

指标)和认知冲突(以 LPP 为指标), 反应时和 ERP

指标上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熟人效应”。然而, 这种

“利己的利他主义”决策倾向和“熟人效应”在公开情

境下分别减弱和消失了。结果表明, 决策结果公开

激发了个体对个人声誉的关注, 进而有效削弱了利

己倾向和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在道德决策中所诱

发的厌恶情绪和认知冲突。本研究从行为和电生理

层面揭示了声誉关注对不同社会距离下伤害困境

中道德决策的调节机制。 

参考文献 

Alpizar, F., Carlsson, F., & Johansson-Stenman, J. (2008). 
Anonymity, reciprocity, and conformity: Evidence from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to a national park in Costa Ric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2(5−6), 1047−1060.  

Arfer, K. B., Bixter, M. T., & Luhmann, C. C. (2015). Reputational 
concerns, not altruism, motivate restraint when gambling 
with other people's mone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848.  

Aron, A., Aron, E. N., & Smollan, D. (1992). 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4), 596−612.  

Barclay, P., & Willer, R. (2007). Partner choice creates competitive 
altruism in human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iological 
Sciences, 274(1610), 749−753.  

Beste, C., Ness, V., Lukas, C., Hoffmann, R., Stüwe, S., 
Falkenstein, M., & Saft, C. (2012). Mechanisms mediating 
parallel action monitoring in fronto-striatal circuits. NeuroImage, 
62(1), 137−146.  

Bixter, M. T., & Luhmann, C. C. (2014). Shared losses reduce 
sensitivity to risk: A laboratory study of moral hazard.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42, 63−73.  

Campanha, C., Minati, L., Fregni, F., & Boggio, P. S. (2011). 
Responding to unfair offers made by a friend: Neuroelectrical 
activity changes in the anterior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1(43), 15569−15574.  

Carnes, N., & Janoff-Bulman, R. (2012). Harm, help, and the 
nature of (im) moral (in) action. Psychological Inquiry, 
23(2), 137−142.  

Chen, P., Qiu, J., Li, H., & Zhang, Q. (2009). Spatiotemporal 
cortical activation underlying dilemma decision−making: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 Biological Psychology, 



第 6 期 占友龙 等: 声誉关注与社会距离对伤害困境中道德决策的影响：来自行为与 ERPs 的证据 625 

 

82(2), 111−115.  
Chen, Y., Lu, J., Wang, Y., Feng, Z., & Yuan, B. (2017). Social 

distance influences the outcome evaluation of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Evidence from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Neuroscience Letters, 647, 78−84.  

Cheng, Y., Chen, C., Lin, C. P., Chou, K. H., & Decety, J. (2010). 
Love hurts: An fMRI study. NeuroImage, 51(2), 923−929.  

Chiang, Y. S. (2010). Self-interested partner selection can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fairness. Evolution & Human Behavior, 
31(4), 265−270.  

Christensen, J., & Gomila, A. (2012). Moral dilemmas in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moral decision-making: A principled review.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36(4), 1249−1264.  

Crockett, M. J., Kurth-Nelson, Z., Siegel, J. Z., Dayan, P., & 
Dolan, R. J. (2014). Harm to others outweighs harm to self 
in moral decision mak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48), 17320−17325.  

Cui, F., Yang, J., Gu, R., & Liu, J. (2021). Functional connectivities 
of the righ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and moral network 
predict social framing effect: Evidence from resting-state 
fMRI.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3(1), 55−56.  

[崔芳, 杨佳苗 , 古若雷 , 刘洁. (2021). 右侧颞顶联合区及
道德加工脑网络的功能连接预测社会性框架效应: 来自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的证据. 心理学报, 53(1), 55−66.] 

Delorme, A., & Makeig, S. (2004). EEGLAB: An open source 
toolbox for analysis of single-trial EEG dynamics including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Methods, 134(1), 9−21.  

Faul, F., Erdfelder, E., Lang, A. G., & Buchner, A. (2007). 
G*Power 3: A flexible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program 
for the social, behavior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39(2), 175−191.  

Fehr, E., & Fischbacher, U. (2003). The nature of human 
altruism: Proximate patterns and evolutionary origins. 
Nature, 425(6960), 785−791.  

Fu, X., Lu, Z., & Kou, Y. (2015). Effects of a stranger's presence 
and behavior on moral hypocrisy.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7(8), 1058−1066.  

[傅鑫媛, 陆智远, 寇彧. (2015). 陌生他人在场及其行为对
个体道德伪善的影响. 心理学报, 47(8), 1058−1066.]  

Greene, J. D., Nystrom, L. E., Engell, A. D., Darley, J. M., & 
Cohen, J. D. (2004). The neural bases of cognitive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moral judgment. Neuron, 44(2), 389−400. 

Greene, J. D., Sommerville, R. B., Nystrom, L. E., Darley, J. 
M., & Cohen, J. D. (2001). 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emotional 
engagement in moral judgment. Science, 293(5537), 2105− 
2108. 

Greene, J., & Haidt, J. (2002). How (and where) does moral 
judgment work?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6(12), 517− 
523. 

Gross, J., Faber, N. S., Kappes, A., Nussberger, A.-M., Cowen, 
P. J., Browning, M., ... De Dreu, C. K. (2021). When 
helping is risky: Behavioral and neurobiological mechanisms 
of prosocial decisions entailing risk. Psychological Science, 
32(11), 1842−1855.  

Gui, D. Y., Gan, T., & Liu, C. (2016). Neural evidence for 
moral intuition and the temporal dynamics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emotional processes and moral cognition. Social 
Neuroscience, 11(4), 380−394.  

Hamilton, W. D. (1964). 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ur. II.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7(1), 17−52.  

Hardy, C., L., & van Vugt, M. (2006). Nice guys finish first: 
The competitive altruism hypothesis.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2(10), 1402−1413.  

Huang, G., & Hu, X. (2005). Favor and face—Chinese power 

game. Leadership Wen Cui, (7), 162−166.  
[黄光国, 胡先缙. (2005). 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

戏. 领导文萃, (7), 162−166.] 
Janoff−Bulman, R., Sheikh, S., & Hepp, S. (2009). Proscriptive 

versus prescriptive morality: Two faces of moral regul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6(3), 521− 
537. 

Lee, M., Sul, S., & Kim, H. (2018). Social observation increases 
deontological judgments in moral dilemma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9(6), 611−621.  

Liu, J., Gu, R., Liao, C., Lu, J., Fang, Y., Xu, P., … Cui, F. 
(2020).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the social framing effect: 
Evidence from fMRI and tDCS studies.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40(18), 3646−3656.  

Loke, I. C., Evans, A. D., & Lee, K. (2011).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reasoning about prosocial-helping decisions: 
An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s study. Brain Research, 
1369, 140−148.  

Ma, Y., & Han, S. (2011). Neural representation of self-concept in 
sighted and congenitally blind adults. Brain, 134(1), 235− 
246.  

Mifune, N., Hashimoto, H., & Yamagishi, T. (2010). Altruism 
toward in-group members as a reputation mechanism. 
Evolution & Human Behavior, 31(2), 109−117.  

Miller, J. G., & Bersoff, D. M. (1998). The role of liking in 
perceptions of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to help: A cultur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4(5), 443−469.  

Noval, L. J., & Stahl, G. K. (2015). Accounting for proscriptive 
and prescriptive morality in the workplace: The double- 
edged sword effect of mood on managerial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42(3), 589−602.  

Paynter, C. A., Reder, L. M., & Kieffaber, P. D. (2009). Knowing 
we know before we know: ERP correlates of initial feeling- 
of-knowing. Neuropsychologia, 47(3), 796−803.  

Pletti, C., Sarlo, M., Palomba, D., Rumiati, R., & Lotto, L. 
(2015). Evaluation of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action 
affects neural activity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during the 
resolution of moral dilemmas. Brain and Cognition, 94, 
24−31.  

Plöchl, M., Ossandón, J. P., & König, P. (2012). Combining 
EEG and eye tracking: Identific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correction of eye movement artifacts in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data.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6(5), 278.  

Rand, D. G., & Nowak, M. A. e. (2013). Human cooperation. 
Journal of Trends in Cognitive, 17(8), 413−425.  

Rilling, J. K., & Sanfey, A. G. (2011). The neuroscience of 
social decision-mak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2, 
23−48.  

Sarlo, M., Lotto, L., Manfrinati, A., Rumiati, R., Gallicchio, G., 
& Palomba, D. (2012). Temporal dynamics of cognitive- 
emotional interplay in moral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4(4), 1018−1029.  

Sarlo, M., Lotto, L., Rumiati, R., & Palomba, D. (2014). If it 
makes you feel bad, don't do it! egoistic rather than altruistic 
empathy modulates neural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 in 
moral dilemmas. Physiology & Behavior, 130, 127−134.  

Scheele, D., Striepens, N., Kendrick, K. M., Schwering, C., 
Noelle, J., Wille, A., … Hurlemann, R. (2014). Opposing 
effects of oxytocin on moral judgment in males and females. 
Human Brain Mapping, 35(12), 6067−6076.  

Semmann, D., Krambeck, H. J., & Milinski, K. M. (2004). 
Strategic investment in reputation. Behavioral Ecology and 
Sociobiology, 56(3), 248−252.  

Song, J., Guo, F., Zhang, Z., Yuan, S., Jin, H., & Wang, Y. 



626 心    理    学    报 第 54 卷 

 

(2016). Interpersonal distance influences on pain empathy: 
Friends priming effect.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8(7), 
833−844.  

[宋娟, 郭丰波, 张振, 原胜, 金花, 王益文. (2016). 人际距
离影响疼痛共情:朋友启动效应. 心理学报, 48(7), 833− 
844.] 

Sylwester, K., & Roberts, G. J. B. L. (2010). Cooperators benefit 
through reputation-based partner choice in economic games. 
Biology Letters, 6(5), 659−662. 

Tan, C., Wang, P., & Cui, Y. (2017). Should i sacrifice my 
profit before his eyes? partner's ability and social distance 
affecting the tendency of reputation−profit gam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9(9), 1206−1218.  

[ 谈 晨 皓 , 王 沛 , 崔 诣 晨 . (2017). 我 会 在 谁 面 前 舍 弃 利
益?——博弈对象的能力与社会距离对名利博弈倾向的
影响. 心理学报, 49(9), 1206−1218.] 

Tan, Q., Zhan, Y., Gao, S., Fan, W., Chen, J., & Zhong, Y. 
(2015). Closer the relatives are, more intimate and similar 
we are: Kinship effects on self-other overlap.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73, 7−11.  

Tomasello, M., Melis, A. P., Tennie, C., Wyman, E., & 
Herrmann, E. (2012). Two key steps i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oopera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53(6), 673−692.  

van Baar, J. M., Chang, L. J., & Sanfey, A. G. (2019). The 
computational and neural substrates of moral strategies in 
social decision-making. Nature Communications, 10(1), 
1483.  

van Vugt, M., Roberts, G., & Hardy, C. (2007). Competitive 
altruism: Development of reputation-based cooperation in 
groups. In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pp. 531− 
549).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an Vugt, M., & Iredale, W. (2013). Men behaving nicely: 
Public goods as peacock tail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4(1), 3−14.  

Volz, L. J., Welborn, B. L., Gobel, M. S., Gazzaniga, M. S., & 
Grafton, S. T. (2017). Harm to self outweighs benefit to 
others in moral decision mak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4(30), 7963−7968.  

Wilson, D. S. (1992).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volutionary 
and psychological definitions of altruism and selfishness. J 
Biology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7, 61−68.  

Wu, Y., Leliveld, M. C., & Zhou, X. (2011). Social distance 
modulates recipient's fairness consideration in the dictator 
game: An ERP study. Biological Psychology, 88(2−3), 253− 
262.  

Yoder, K. J., & Decety, J. (2014). Spatiotemporal neural 
dynamics of moral judgment: A high-density ERP study. 

Neuropsychologia, 60(1), 39−45.  
Yu, R., Hu, P., & Zhang, P. (2015). Social distance and 

anonymity modulate fairness consideration: An ERP study. 
Scientific Reports, 5, 13452.  

Yuan, X., & Guo, S. (2017).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in Chine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ffection: Evidence 
from extrinsic affective Simon task (east).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 651−656.  

[袁晓劲, 郭斯萍. (2017). 中国人人际情感的差序格局关系: 
来自 EAST 的证据. 心理科学, (3), 651−656.]  

Zhan, Y., Xiao, X., Li, J., Liu, L., Chen, J., Fan, W., & Zhong, 
Y. (2018).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modulates the behavioral 
and neural responses during moral decision-making. 
Neuroscience Letters, 672(13), 15−21.  

Zhan, Y., Xiao, X., Tan, Q., & Zhong, Y. (2020). Influence of 
self-relevance on moral decision-making under reputational 
loss risk: An ERP study.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65(19), 
1996−2009.  

[占友龙, 肖啸 , 谭千保 , 钟毅平. (2020). 声誉损失风险下
自我相关性对道德决策的影响：一项 ERP 研究. 科学通
报, 65(19), 1996−2009.]  

Zhan, Y., Xiao, X., Tan, Q., Li, J., Fan, W., Chen, J., & Zhong, 
Y. (2020). Neural correlations of the influence of self- 
relevance on moral decision-making involving a trade-off 
between harm and reward. Psychophysiology, 57(9), e13590. 

Zhan, Y., Xiao, X., Tan, Q., Zhang, S., Ou, Y., Zhou, H., … 
Zhong, Y. (2019). Influence of self-relevance and reputational 
concerns on altruistic moral decision maki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2194.  

Zhong, Y., Li, M., Li, J., & Zhan, Y. (2019). “Talking about 
money hurts feelings”? the influence of sociality mental 
modes on charitable donation. 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17(3), 368−376.  

[钟毅平, 李梅, 李琎, 占友龙. (2019). "谈钱伤感情"?社交
心理模式对慈善捐赠的影响 . 心理与行为研究 , 17(3), 
368−376.]  

Zhong, Y., Yang, Z., & Fan, W. (2015). The effects of self-other 
overlap on helping behavior: Moderating of perspective 
taking.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7(8), 1050−1057.  

[钟毅平, 杨子鹿, 范伟. (2015). 自我-他人重叠对助人行为
的影响: 观点采择的调节作用. 心理学报, 47(8), 1050−1057.]  

Zhu, Y., & Han, S. (2008).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self: 
From philosophy to psychology and neuroscience.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5), 1799−1811. 

Zlatev, J. J., Kupor, D. M., Laurin, K., & Miller, D. T. (2019). 
Being "good" or "good enough": Prosocial risk and the 
structure of moral self-regar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8(2), 242−253.  

 



第 6 期 占友龙 等: 声誉关注与社会距离对伤害困境中道德决策的影响：来自行为与 ERPs 的证据 627 

 

 

Influence of reputational concern and social distance on moral decision-making  
under the harmful dilemma: Evidence from behavioral and ERPs study 

ZHAN Youlong1, XIAO Xiao2, TAN Qianbao1, LI Jin3,4, ZHONG Yiping3,4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2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3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4 Cognition and Human Behavior Key Laboratory of Hunan Province,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Reputational concern has been suggested a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human cooperative behavior and moral 

judgment in social interactions.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reputational concern influences behavioral and 

neural responses during prosocial behaviors and decision-making, such as moral decision-making. Moral decision- 

making is a typical soci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volving trade-offs between the self and others. It refers to the 

process in which individuals make optimal cho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cial systems and norm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value orientations when faced with a variety of possible dilemmas and conflicts in behavioral choices. Emerging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ocial distance modulates behavioral and neural responses during moral decision-making.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reputational concern and social distance interact to affect moral decision-making, 

particularly regarding the underlying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 of moral decision-making associated with 

proscriptive morality (i.e., harmful behavior).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dopted the “shock-benefit dilemma” task and 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 technology to 

examine temporal processing of the interactive influence of reputational concern and social distance on moral 

decision-making when faced with harmful dilemmas. Participants were instructed to complete a series of alternative 

dilemmas in an anonymous or public context. After being instructed whether their decisions were going to be made 

public to the target person, participants decided whether to deliver a certain intensity of painful electric shocks toward 

the targets (i.e., friends, acquaintances, or strangers) to receive money. A choice not to shock the targets meant that they 

would forego the benefit. Behavioral and neural responses were recorded while the participants made their decisions. 

The experiment consisted of 360 trials, including two blocks of anonymous and public situations and 120 trials with 

friends, acquaintances, and strang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administered fewer electric shocks to friends than to acquaintances and 

strangers, which suggested an obvious “egoistic altruism” decision tendency in anonymous situations. Participants spent 

more time and experienced greater disgust in dilemmas involving acquaintances relative to those involving friends and 

strangers, which showed an obvious “acquaintance effect”. However, these differences were weakened in public 

situations. As for the ERP results, the dilemmas involving acquaintances elicited a larger P260 component,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emotional responses, and late positive potential (LPP, 300~450 ms),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cognitive 

reasoning. However, these differences in ERP indices disappeared in public situation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putational concern and social distance in 

behavioral and neural responses during moral decision-making involving harmful dilemmas. The results 

supported the hypothesis that individuals follow the egoistic altruism moral principle to conduct moral 

decision-making involving reputational concern and social distance.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uncertainty 

of acquaintance relations induces stronger negative emotions and cognitive load during moral decision-making, 

and reputational concern effectively weakens the aversion and dilemma conflict brought about by self-interest 

tendencies and interpersonal uncertainties. 

Key words  moral decision-making, reputational concern, social distance, altruism, 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 
 


